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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界對於台灣首位社會學者郭明昆，至今仍少有研究。郭明昆在台灣話文論

戰之後，仍提出許多具體的語文改革建議。本論文首先藉由史料的考察，析論受

到日本政府極力栽培的社會學者郭明昆，其以當時先進的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與

台灣的途徑；並且指出郭明昆在 1930 年代後期在《台灣文藝》發表的以台灣話文

寫就的研究與散文，不僅是延續了漸漸被漠視／擱置的台灣話文之重要論述，更

是最早融合東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台灣話的學術成果。此外，透過本論文

的分析，理出郭氏的知識體系之建構，乃是在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政策下完成，

而其提出的做為方言文學的「台灣語文學」之展望，除了內含柳田國男提出的「一

國民俗學」之思想，也受到恩師津田左右吉以理解中國乃為尋求日本的特殊性與

自主性的研究意識所影響。即便如此，郭明昆將縱向的台灣歷史耙梳與橫向的台

灣社會空間加以連結，而能完整地建構了「福佬話（台灣話）」理論，並提出「台

灣話文學」的可行方向；其學識奠基與實踐成果，於台灣語文改革運動史佔有重

要的地位。 

 

關鍵詞：郭明昆、津田左右吉、柳田國男、福佬話、台灣話文學

                                                        
i 本論文初稿〈跨界知識和言文一致：論郭明昆的語文改革實踐〉，曾於第三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

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台文所，2018.9.29）中宣讀，當時得到評論人陳淑容教授

諸多寶貴的提點與意見；而撰寫期間也得到旅日學者紀旭峰教授諸多資訊的提供，特此致謝。另也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與修正建議。 
ii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9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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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 Border of Particular 

Subject: 

Analysis about the Practice of Kueh Bîng-khun(Kuo 

Ming-kun)’s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form 

 

Lī Bí-Chhin* 

 

Abstract 

This thesis first analyzes Kueh Bîng-khun(Kuo Ming-kun), a sociolinguist 

cultiva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o uses the most advanced scientific theory to 

research China and Taiwan at that time. Besides this thesis pointed out that Kueh 

Bîng-khun’s research and essays written in Taiwanese in The Taiwan-Bungei in the late 

1930s, which not only continued the significant discourse of Taiwanese that was 

gradually ignored / shelved, it was but also the earliest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t 

merged East and West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aiwanese. 

Additionally,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knowledge system was completed unde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policy of Imperial Japan, his perspectiv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dialect literature not only included “One-nation Folklore” raised by Yanagita Kunio 

but also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earch which his greatly respected 

teacher, Tsuda Sōkichi, studied the particularity and autonomy China sought from 

Japa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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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so, Kueh Bîng-khun connected the vertical Taiwanese historical rake and the 

horizontal Taiwanese social space to completely construct the “Holo Taiwanese” theory 

and proposed a feasible dir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 knowledge The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reform movement. 

 

Keywords: Kueh Bîng-khun(Kuo Ming-kun), Tsuda Sōkichi, Yanagita Kunio, Holo 

Taiwanese, Taiwa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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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郭明昆（1908-1943），台灣第一位社會學者1，但這個名字幾乎從未出現在日

本時代於台灣發行的刊物或雜誌當中。不過，若提起其筆名「郭一舟」2，想必學

界就較不陌生了。1930 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熱烈一時，諸多文

人作家參與論戰，但歷時幾年後，似乎也

因未凝聚極大共識便宣告終結。然而，1935

年 9 月，張深切在《台灣文藝》編後語中

謂：「郭一舟先生這篇〈福佬話〉，為台灣

話問題的導火線，是此問題極重要的文獻，

懇請大家務必一讀。」3這位〈福佬話〉的

作者郭一舟，即是當時年僅 27 歲、仍於早

稻田大學大學院（研究所）就學中，並受

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派遣至中華民國從

事中國家族組織調查研究的郭明昆。4
  

照片：郭明昆。推測攝於 1935年前後；郭靜雯提供5 

除了張深切提到的這篇連載 3 期、含註應超過 2 萬字的研究論文〈福佬話〉

（1935-1936），郭明昆在《台灣文藝》亦另發表研究短論〈北京話〉（1935.5），以

及散文〈北京雜話〉（1936.7），這三篇文章都頗具篇幅，皆以筆名郭一舟發表，且

都以極為熟練且優雅流暢的「台灣話文」寫就。 

                                                        
1 李獻璋，〈編者後跋〉，氏編，郭明昆遺著，《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東京：東方學會，

1962.9），頁 558、563。 
2 郭一舟在《台灣文藝》發表的論述雖是本論文的討論重點，但本論文更針對郭明昆的研究體系之

理論建構以及其作為學者的觀點，來考察他對台灣的語文改革之建議與實踐，因此論文題目仍以其

本名標誌。 
3 深切，〈編後語〉，《台灣文藝》3（2）（1935.9）（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4 李獻璋編，〈郭明昆教授略歷〉，《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同註 1，頁 6。 
5 本論文中使用的郭明昆相關照片，含書簡信封等，皆為筆者的友人郭靜雯小姐（郭明昆是她的五

伯公）所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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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郭明昆以本名發表過多篇和語言相關的學術論文，包括刊於《東洋史

會紀要》的〈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親族称謂とその社会組織との歴史的関連につ

いて〉（1937.1）、〈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について〉（1940.8），以及發表於

《東洋思想研究》的〈華語における形体観念〉（1941 年寫就，1949 年刊出之遺

稿）等……等多篇研究。其在早稻田大學是跟著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

研究「支那社會史」6，學者紀旭峰則將其研究置於中國社會史與比較語言學的領

域7。而若以現今的學術專業分類來看他的研究，稱其為社會學者、社會語言學者，

實不為過。 

  1931 年 3 月，郭明昆從早大文學部畢業後就回到台南二中（今南一中）教書，

一直到 1933 年 2 月才又再度前往東京，並於該年 4 月進入早大的大學院就讀8。雖

然他留在台灣的期間，也是台灣話文論戰相當熱烈的時期，但他卻從未參與論戰；

反而是在激烈的論戰過後，他才以學者的視野，寫出一篇篇極具深度、嚴謹考據，

且直接嚐試性地、具實踐意義的相關論述。而其學術經歷與實作累積，以及這些

著作背後的歷史意義，值得吾人重新探究與深思。  

                                                        
6 同註 4。 
7 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松田利彥編，

《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東京：思文閣，2019.2），頁 709。 
8 同註 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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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話文」的倡議與書寫問題，從小方面來看，可能僅只聚焦於台灣人以

台灣話書寫的正當性，但從較大的視野來

觀察，則可看到整個東亞邁向近代化的語

文改革運動的連帶關係，甚且是東亞各國

左翼文化運動的連結。然而，除了這兩個

框架，若要探究郭明昆的理論建構與實踐

的意義全貌，恐怕其個人特殊的求學與就

職背景，以及當時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文

化統合政策，甚且是為了帝國擴張所採取

的對中政策等諸多外在因素，都需一併納

入思考。 

照片：郭明昆與妻子黃春、女兒文愛（右）、文昭（左）；郭靜雯提供 

  因此，本論文將從日中連動的政治背景、帝國與殖民地的文化統合政策，以

及語文改革運動的視角，來析論郭明昆作為一個在日本統治時代唯一的台灣出身

的社會學者，他如何將縱向的台灣歷史耙梳與橫向的台灣社會空間加以連結，而

建構了「福佬話（台灣話）」研究理論；以及，吾人如何在台灣的語文改革運動史

中，定位郭明昆的學識奠基與實踐成果。另外，本文也將析論其所提出的做為「方

言文學」的「台灣語文學」之展望，究竟內含著如何的思想，以及建構了何種「特

殊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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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國擴張」網絡下的知識建構 

  日本時代，前往「內地」的留學生當中，郭明昆與其恩師林茂生9（1887-1947），

是選擇文科就讀的極少數者之一。台灣第一位取得東京帝大文學學士學位，以及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其求學經歷於當時雖是少數中的少數，但

若從日台長老教會的學校系統的連結10來看，則亦有其普遍性的意義。然而，作為

非教會出身的「一般人」郭明昆，其留學早稻田大學之前的所學乃為「商科」而

非「文科」，且從事文科相關研究之後，又曾被派往中華民國從事中國的家族社會

的調查，然後再將研究視角移回故鄉台灣。其學問累積的途徑與他關注的對象的

轉移，以及當代如何對他評價等問題，對於台灣人的思想史或者台灣的語文改革

發展史，應都可提供更多具體的參照。本節首先整理其「經由日本」的「中國研

究」之學術經歷，進而析論他的「中國」研究與「台灣」的連結。 

 

（一）「經由日本」且「融合東西」的「中國研究」 

  首先，筆者先整理郭明昆的著作年表如下，一方面讓閱讀者快速掌握郭明昆

的寫作與研究經歷，一方面也便於以下的討論對照。接著再析論其知識建構的背

景與內涵，以及其研究如何將目光轉移回到母土台灣。 

 

篇名 發表刊物、時間 語文及備註 

喪服経伝攷 《早稲田大学哲学年誌》第 3 卷，

1933.12 

日文。原文中的「支那」一詞，李獻

璋編的遺著版本皆改為「中國」。 

                                                        
9 郭明昆入學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時期，曾受教於林茂生，並受其影響。參考李獻璋編，〈郭明昆教

授略歷〉，同註 4，頁 5。 
10 這方面可參考阪口直樹，《戦前同志社の台湾留学生──キリスト教国際主義の源流をたどる》

（東京：白帝社，2002.5），頁 48-55，以及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

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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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礼喪服考 《東洋学報》第 21 卷第 2 號，

1934.1 

日文。原為 1931 年 3 月提出的大學

畢業論文。後發表於東洋學報。原文

中的「支那」一詞，李獻璋編的遺著

版本皆改為「中國」。 

祖父称謂考 《東洋学報》第 21 卷第 4 號，

1934.9 

日文。 

甥姪称謂と漢族称謂制

の側面史 

《東洋学報》第 22 卷第 3-4 號，

1935.5 

日文。 

北京話 《台灣文藝》第 2卷第 5號，1935.5 台灣話文。以筆名郭一舟發表。李獻

璋編著書中改題為〈北京話的言語史

觀〉。 

福佬話 《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6 號

（ 1935.6）、第 2 卷第 10 號

（1935.9）、第 3 卷 4-5 月合併號

（1936.8） 

台灣話文。以筆名郭一舟發表。李獻

璋編的遺著版本改題為〈福佬話方言

的研究〉。 

北京雜話 《台灣文藝》第 3卷第 7-8 月合併

號，1936.8 

台灣話文。以筆名郭一舟發表。 

伯叔姆嬸考 《東洋史会紀要》第 1 冊，1936.4 日文。 

世界の大学 19 男女

共学の先駆 新文化の

発源地 北京大学 

《早稲田大学新聞》第 49 號，1936 日文。 

姑姨舅妗と漢族称謂制

の側面史 

《東洋思想研究》第 1 號，1937.3 日文。 

福老方言に於ける親族 《東洋史会紀要》第 2 冊，1937.9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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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謂の二三について 

父母称謂考 《東洋思想研究》第 2 號，1938.11 日文。 

称呼と命名の排行制に

ついて 

《東洋思想研究》第 3 號，1940.5 日文。 

支那のお正月の風俗 《新天地》第 8 卷第 3 號，1938.3 日文。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發行之中學

講義錄。三篇對「中國」的寫法不同，

也呈現當時學界對中國的觀點有細

微的變化。而李獻璋編的遺著版本，

〈シナ的なところ〉這篇因別具意涵

而保留「シナ」（即「支那」）用字，

其他的支那用詞多改為中國。 

シナ的なところ 《新天地》第 9 卷第 4 號，1939.4 

中国の民族性 《新天地》第 11 卷第 6 號，1941.6 

急就篇回顧 《支那語雑誌》第 3 卷第 11 號，

1943.11 

日文。由安藤彥太郎代筆，郭明昆閱

後，儘將「支那」改為「シナ」便交

稿。 

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

と與について 

《東洋史会紀要》第 4 冊，1944.9 遺稿。日文。1940 年 8 月寫成。 

華語における形体観念 《東洋思想研究》第 4 號，1949.5 遺稿。日文。1941 年 8 月寫成（李

獻璋在編著的第 448 頁又記刊出時

間為 1953.7 第 5號）。 

中国の家族制度及び言

語の研究 

著作集，1962.9 遺著。李獻璋編，東方學會（東京）

出版，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發售。 

製表：筆者。參考李獻璋編的《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及紀旭峰的〈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

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所製；又，郭明昆發表於《東洋学報》的論文（原

文 PDF）可於「東洋文庫」網站閱覽（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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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郭明昆（二排左二）任職州立台南二中時期；郭靜雯提供 

  再回顧一下略歷，1925 年 3 月，郭明昆從總督府立台南商業專門學校豫科畢

業後，首度到日本留學，他前往東京入學第二早稻田高等學院文科。1928 年畢業

後，又入學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專攻「社會哲學」，當時他對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

（1873-1961）的學問非常景仰11，其大學畢業論文〈儀禮喪服考〉即是受津田的

指導，治學態度受津田影響頗深12。而後畢業返台任職州立台南二中（1931.4-1933.2）

約 2 年，卻又受恩師津田的邀請，而再度入學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並從事中國社

會及語言發展史的研究。1934年 6月至 1936年 2月，他又前往中國考察約 1年半。

到郭明昆於 1943 年 11 月在回台途中遭遇船難逝世（得年 39 歲）之前，其待在日

本的時間約 15 年。 

從上列的著作年表即可知，1933 年後的郭明昆才開始真正從事學術研究，那

麼，台灣話文論爭時期的郭明昆雖在台灣，對這個語文的問題恐怕興趣不高，也

                                                        
11 李獻璋編，〈郭明昆教授略歷〉，同註 4，頁 5。 
12 葉純芳、橋本秀美，〈郭明昆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接受與利用〉，收於洪子偉主編，《存在交涉：

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第十章）（台北：聯經，2016.2），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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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有較學術式的思考可參與論爭。而從年表亦可知。郭的知識理論之奠基與實

踐，前後大概經歷 10 年的時間。 

  那麼，為何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要在 1934 年 6 月，讓猶就讀早大的郭明昆

前往北京留學並從事研究？眾所周知，1931 年 9 的「滿洲事變」（中國稱「九一八

事變」）以來，日本正式對中國開始展開侵略性的戰爭。關東軍參謀片倉衷

（1898-1991）高舉著「王道樂土」、「民族協和」的理想，推動了滿洲國的建國；

翌年 1932 年 3 月，日本的傀儡國家滿洲國正式成立，其領土包括現今中國的遼寧

省、吉林省和黑龍江省三省（不包含關東州），以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河北省承

德市（原熱河省）等，幾近整個中國東北方。13此後，日本政府為了更加擴張帝國

勢力，其視野就從中國北方一路轉向南方。 

  也因此，以津田左右吉為首的「早稻田大學東洋思想研究室」於 1935 年成立，

而郭明昆即是此研究室的研究成員之一。曾在「滿鮮史研究機關」從事過調查工

作的津田，深感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必要性，因此又設立了獨立於文學院的「東洋

史會」與「東洋思想研究室」；參與的成員除了日本人，還包括殖民地朝鮮出身的

李相佰（1904-1966），以及殖民地台灣的郭明昆14。換句話說，由於日本帝國的擴

張，其所需要的學術研究之協力，促成了郭明昆的知識奠基；而這樣的學術訓練，

尤其對於中國的研究，也間接地影響了其思考台灣的角度。關於這個部份，稍後

將再論及。 

  郭明昆出身於與中國南方社會文化相近的台灣，1925 年初次留學早稻田第二

高等學院時，即選擇文科。如前所述，1928 年畢業後，郭又入學早大文學部，期

間就受教於津田左右吉，其大學畢業論文〈儀禮喪服考〉的指導教授即是津田。

                                                        
13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 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7），序章前地圖

（未標頁數），頁 9-10。 
14 因參與「東洋史會」與「東洋思想研究室」，郭明昆的學術論文幾乎都發表於《東洋史會紀要》

與《東洋思想研究》。請參考早稻田大學編，《沒後 50 年津田左右吉展》展示圖錄，美濃加茂市民

ミュージアム，2011，頁 22、28。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

実践を中心に──〉，同註 7，頁 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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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田曾在「滿鮮史研究機關」從事過調查，早已深感有必要研究中國思想史，因

此，遇到極少數就讀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郭明昆，當然要把握其出身的背景與長才，

於是在 1933 年將已在台南二中擔任教師、且早已取得英語科、修身科、教育科等

教員檢定合格的郭明昆召回東京15，說服他一起從事「支那社會史」的研究。16 

  也因郭明昆在任職南二中時期，即取得英語科的教學檢定，再度前往東京之

後，除了日本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他已能直接接收西方的最新研究方法與成果，

並應用於自己的「支那社會史」研究。根據葉純芳及橋本秀美的考察，郭明昆的

研究中大量引用西方人類學著作的現象，在 1934 年留學北平之後更加顯著；不僅

所援引的參照論述皆是當時最新、最標準的文獻資料，且做了相當完整的搜羅工

作。但郭明昆卻也不是將這些西方理論或研究成果全盤接收，反而是因為對中國

更深入地了解之後，在自己的論文當中也以實例來檢驗並批判了部份的西方研究

對中國缺乏了解，導致理論無法對應現實之誤17。由此可見，郭明昆在習得嚴謹的

研究工夫之外，也已能獨當一面地展現出其具批判性的治學態度。 

    

                                                        
15 同註 4，頁 5-6。 
16 同註 4。李獻璋編著書中，原文的「支那」一詞，李皆改為「中國」。 
17 葉純芳、橋本秀美，〈郭明昆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接受與利用〉，收於洪子偉主編，《存在交涉：

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第十章）（台北：聯經，2016.2），頁 25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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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郭明昆前往北京留學並從事研究調查期間，曾接觸了北京大學社會史

學家陶希聖（1899-1988）、郁達夫（1896-1945）等多位學者及文人18；尤其他與五

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1885-1967）有較密切的交流。例如，右方

照片即是周作人寄給郭明昆的書簡信封，且不僅在郭明昆滯留上海時期，周作人

在郭返回東京之後，仍與其保持交誼。我們可以推測，郭明昆在中國考察的期間，

不僅搜集諸多文獻史料，也透

過學者或作家的網絡從事田野

調查，而調查期間對於中國的

了解，當然也包括對中國白話

文的發展，而這些交流也相當

程程度影響了他對台灣的語文

思考與研究。尤其發表於《台灣

文藝》的〈福佬話〉、〈北京話〉、

〈北京雜話〉等 3 篇文章，其完

稿及刊出時間，皆於滯留北京

與重返東京初時。 

 

 

照片：周作人寄給郭明昆的書簡信封；郭靜雯提供 

  換句話說，郭明昆一方面以學者之姿，受到日本政府及恩師津田左右吉的「徵

召」而前往中國考察，卻也是在此同時，開啟了他對故鄉台灣的文化及語言問題

的思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沒有再次回到東京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沒有前往

曾經的「祖國」從事調查，並與諸多學者或文人交流的經驗，包含考察中國的「國

語運動」與「文學革命」等極大的社會變動，那麼，繼續留在台灣的郭明昆，即

                                                        
18 李獻璋編，〈郭明昆教授略歷〉，同註 4，頁 5。葉純芳、橋本秀美，〈郭明昆對西方人類學理論

的接受與利用〉，同前註，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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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也可能在台灣文壇開始嶄露頭角，其在此前未參與台灣話文論戰，在此後，就

算對台灣的歷史或文化雖抱持著高度關心，恐怕對於台灣話的研究或者語文改革

的課題，相對而言可能較為疏離；或者說，恐怕不會以學者之姿來積極地提出對

於台灣的語文改革意見。 

  也正如紀旭峰所提出的論點：「中國研究」的學者郭明昆，其學識體系與研究

途徑可謂是以「經由日本」的形式所建構起來的19。〈北京話〉、〈福佬話〉、〈北京

雜話〉這 3 篇文章，雖然發表時間晚於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論戰時期，但論戰

之時，無論是台灣話文贊成派或反對派，他們所提出的理論，罕有如郭明昆這樣

具現代科學性的學術基礎；也因郭從事「中國研究」之後，才提出具現代學術基

礎、論據更充足的福佬話研究，以及對「台灣話文」的建言。 

  如前述所強調的，郭明昆雖是因帝國擴張的需要而被「徵召」，其知識體系的

建構是「經由日本」的，但 1928 年（留學第一年），他已取得師範學校、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的「英語科」教員檢定合格的認可，其英文能力可見一斑。而當時日

本方面的社會學或語言學相關的理論，幾乎全然引進西方。也正如前引提及的 1934

年前往北京後大量引用西方文獻的轉變，葉純芳與橋本秀美的研究中，從郭明昆

的學術論文中所引用的英文論著，以及其所提出的相關反駁與主張，也理出了郭

受到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影響頗深20。綜言之，因帝國擴張的需求而受到扶植的學者

郭明昆，其「經由日本」的學術奠基，可謂包含著東洋與西方學術理論的接受，

並運用在實地的考察與分析，這在當時台灣菁英中是較為罕見的、結合跨域知識

來累積學術成就的社會學者。 

 

 

                                                        
19 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同註 7，頁

704。 
20 葉純芳、橋本秀美，〈郭明昆對西方人類學理論的接受與利用〉，同註 17，頁 25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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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那（中國）研究」的奠基   

  1931 年 3 月，郭明昆提出其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的畢業論文〈儀礼喪服考〉，而

後受津田左右吉之邀再度回到日本從事研究之後，於 1934 年發表於《東洋學報》21。

此論文現今可見的是李獻璋收於郭明昆遺著《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中，

為郭從畢業論文大幅修改過並發表於《東洋學報》的版本。1931 年的成果與經過

更紮實的學術訓練之後的 1934 年版本，恐怕有所落差；但無論如何，寫出〈儀礼

喪服考〉之論，必須具備相當紮實的中國古典學識。1933 年 4 月，郭明昆重新入

學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後，即在津田左右吉的指導下開始進行「支那社會史」的研

究。隨後，其前往北京留學，並且在華北各地旅行，以實地考察的方式研究中國

的家族組織。經過這幾年的訓練，除了對中國古今經典的掌握與西方人類學相關

研究的閱讀，郭明昆前往中國的「田野調查」經驗，讓他的學術養成是理論加上

實際的完整奠基。 

  紀旭峰將郭明昆的研究大致分為「家族制度」和「語言」兩類22。不過，若從

其論述的內容來看，其「家族制度」和「語言」研究，事實上是融於一體來思考

所呈現的成果。例如，1937 年的〈姑姨舅妗と漢族称謂制の側面史〉，除了大量引

用《爾雅》、《詩經》、《儀禮》、《大明會典》、《三國志》、《紅樓夢》、《水滸傳》、《唐

書》、《禮記》……等諸多中國古典或經典書籍來佐證漢族稱謂的變遷之外，通篇

以《廣韻》、《集韻》、《說文解字》……等各類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經典，來謹慎

地考察稱謂的詞彙源流： 

 

   「妗」這個字，《說文解字》裡謂：「妗，婆妗也。從女、今聲。一曰善笑

貌」。其原義與親族稱謂毫無關係。……「妗」於現今仍被使用於對於母舅

                                                        
21 〈儀礼喪服考〉原為郭明昆於 1931 年 3 月提出的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論文，後再回到日本從

事研究後，發表於《東洋学報》21（2）（1934.1）。 
22 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同註 7，頁

706。 



234 文史台灣學報──第十五期 2021 年 10 月 

 

之妻的稱謂。福建與臺灣的厦門方言，即直接以「妗」來稱呼。23 

 

  作者引《說文解字》對「妗」的解釋與現今、甚至是南方的廈門方言之異，

來考證稱謂的歷史變遷與空間差異。而這樣的確實考據，亦可謂其將理論與實際

加以應用的展現。另外，同於 1937 年發表的〈福老方言に於ける親族称謂の二三

について〉24，則更將漢族社會親族稱謂的問題，聚焦於「福老方言」這個語言上

的稱呼。論文全文共四節，第一節即詳細介紹福老話方言的使用地區、在中國古

音的觀點意義等概念及重要性。甚且，在此長篇日文論文中，除了《廣韻》、《集

韻》等古典韻書之外，郭大量引用《福建方言志》、〈閩南方言考〉、《台日大辭典》、

《客方言》、《廣東方言》、《南通方言疏證》、《新方言》等語言相關著作來考察與

比較。 

從這些書目也可見郭明昆對於南方語言，特別是也存在於台灣的福佬話與客

家話的發展流變，有著更大的掌握與研究的企圖心。甚且他也提出作為例子的語

詞之漢字寫法，更附上羅馬字來精確標註其發音。例如：「彳亍（thit-tho）」、「牙子

孲人（gin-a-lang）」、「唐山（tng-soaⁿ）」、「查某（tsa-bo͘）」、「釣魚翁（tio-hi-ang）」、

「後生（hau-seⁿ）」、「學生（hak-seng）」、「飛蛾（poe-iah）」、「泡麵（phau-mi）」等

等25。非基督徒的郭明昆，展現了作為學者在該領域所應持有的豐富涵養，以及他

掌握各種可能的觀點的氣度；進一步而言，尤其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中，除

了漢字主張，亦仍有羅馬字的主張，而郭在舉例的語彙中以羅馬字精確標音，可

                                                        
23 郭明昆，〈姑姨舅妗と漢族称謂制の側面史〉，《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176、178。

原文為日文：「「妗」といふ字は、「説文解字」をみると、「妗、婆妗也。从女、今聲。一曰善笑皃」

とあつて、その原義には何ら親族稱謂に關するところが無い。（中略）「妗」は現今においても、

母舅の妻に対する稱謂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福建及び臺灣の厦門方言では「妗」をそのまゝ叫

呼稱に用ゐてゐる。」，筆者中譯。 
24 在〈福佬話〉中以「福佬」標記，但〈福老方言に於ける親族称謂の二三について〉文中皆記

以「福老」，應該是「佬」的日文漢字在當時未有活字可以呈現，而以「老」代之。 
25 郭明昆於註解中提到論文中使用的福老話羅馬字，大致根據甘為霖編的《厦門音新字典》來標

示，唯因印刷上的不便，而省略音調的符號。〈福老方言に於ける親族称謂の二三について〉，《中

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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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對於教會羅馬字在台灣的基督徒之間的使用，或者日人的語言學者依靠羅馬

字研究台灣話的狀況等，有著充份相當的掌握，並且透過其學術訓練的思考而加

以應用於研究成果的呈現。 

  包括前一節整理的郭明昆著作年表，我們不難注意到，郭明昆的眾多研究雖

是歸在「漢族社會」的稱謂史之考察範疇，但從這些研究當中，也可以發現他對

「南方」、「閩南」、「方言」、「福佬話」有越來越多的聚焦。日中關係史學者安藤

彥太郎（1917-2009）曾如此回憶當時的郭明昆： 

 

   最近老師常穿中國式長衫來學校，夏日時節，其下擺隨風飄逸地從沼袋搭

西武線通車的樣子，在那個時空背景下，可是相當引人注目，鐵定需要極

大勇氣才敢這樣做，我想老師是想藉此展現民族精神吧。26 

 

  郭明昆的長衫，與其說是「中國」式的，倒不如說是「漢民族」式的，即其

非作為政治性的指涉，而是文化性的指涉；也正如台灣當時的民族運動領導者蔣

渭水或林獻堂等人常會穿的長衫，他們以衣著作為一種認同的表現。但郭明昆身

處東京，且又已是民族主義高騰的日本社會，如此「不合時宜／局」的顯目穿著，

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作為一個國籍為「日本」但出身殖民地台灣的研究者，卻

又是被政府及學界都如此看重的學者郭明昆，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是以身為「漢

族」一份子的姿勢，以「地方」做為觀點的主軸來思考並從事他的研究。也正如

紀旭峰所提示的，郭明昆的生涯是被迫地站在「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夾

縫中，而這種認同上的糾葛，恐怕也是戰前從殖民地來到日本的留學生都得面對

                                                        
26 安藤彥太郎，《虹の墓標──私の日中関係史──》，此轉引自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

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頁 715（註 43）。原文：「このころ先生は、し

ばしば中国の長衫を着て登校するようになった。夏など真白い長衫
チャンシャン

の裾をひるがえして沼袋から

西武線で通う姿は、時節がら相当目だち、勇気を必要としたにちがいないが、先生としては民族

の気概をしめしたかったのであろう。」，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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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吧。27 

 

（三）作為「漢民族」的台灣人 

  東西方的學術理論與中國的實際考察之訓練，加上「族群認同」與「國族認

同」的糾葛，或許也是更促使郭明昆比第二次留學之前，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台灣

的現實問題的主因。 

  根據吳新榮日記所記，1935 年 2 月 8 日晚間舉行鹽分地帶的例會，該次例會

定「客員」（受邀的客座教授或協贊會員）制度，郭明昆與陳挑琴、郭維鐘、李自尺、陳培初

受到推薦成為客員28。1936 年 1 月的《台灣文藝》亦預告「福老話之研究」作者早

稻田大學講師郭明昆氏自「中華民國」（按：原文如此）歸來了，佳里支部正準備

舉辦歡迎會的活動29。另外，1936 年 6 月 7 日，於東京新宿召開的「台灣文藝聯盟

東京支部座談會」，郭明昆也出席，並且就「語言」問題做了相當篇輻的說明（稍

後將再引用並析論）30。雖然我們只能從一些蛛絲馬跡看到郭明昆也參與了台灣文

學界或文化界的交流，無法確定其介入的程度如何，但可知其作為學者的權威已

受到台灣的文化人們的肯定，且無論是回台或者於東京時，多少參與著台灣文化

人之間的活動。這些交往，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明昆重視母土文化的象徵；而「台

灣文壇」，與其說是他轉而面對的考察田野，倒不如說是他以研究者之姿所欲開啟

的對話對象，例如他在前述的《台灣文藝》東京座談會上有著如下發言： 

 

 

                                                        
27 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同註 7，頁

708-709。 
28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 1（1933-193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11），

頁 190。 
29 〈揭示板〉，《台灣文藝》3（2），1936.1，頁 48。 
30 〈台湾文学当面の諸問題 文聯東京支部座談会〉，《台灣文藝》3（7-8），1936.8，頁 2-10。會

議記錄上的參加者包括：莊天祿、賴貴富、田島讓、張星健、劉捷、曾石火、翁鬧、陳遜仁、溫兆

滿、陳瑞榮、陳遜章、吳天賞、顏水龍、郭一舟、鄭永言、張文環、楊基椿、吳坤煌。 



跨域知識的建構與特殊主體的疆界 237 

 

   我自己並不反對對島人們以和文（按：日文）書寫文學作品，這是毋庸置疑

的。然而在我們的島上卻不見以我們的方言寫作的文學作品，我認為是最遺

憾的事。方言文學的價值無需我再重新申論。作為國家的百年大計，我自己

也贊成「唐山」（按：中國）廢漢字、日本廢漢字和假名，而改用羅馬字。而

在我們的島上，不該沒有以漢字如實地書寫我們的方言、表現文學之方言文

學。我由衷希望我們台灣能立足於「此時此地的需要」來發展以漢字書寫的

方言文。「臺文」誌上常刊載模仿民國的人白話文卻模仿得拙劣、寫得「南腔

北調」不三不四的白話文，這根本是「鬼話文」，且違反了陳獨秀或胡適提倡

的文學革命之根本精神，根本不是文學作品。（粗體、底線：引用者）31 

 

  這段發言至少透露了三件事：首先，郭明昆對台灣文壇並不那麼陌生，至少

也是《台灣文藝》的讀者。再者，郭明昆對 1930 年代日中兩國的語文改革運動有

相當的掌握。其三，正因當時台人寫的所謂的「白話文」，根本稱不上是中國白話

文（郭稱其為「鬼話文」），而使得其認真地思考台灣的白話文應有另一個階段的

改革。當時無論是日本或是中國，廢漢字的言論與羅馬字或文字拉丁化的運動相

當高昂；而郭明昆作為語文研究者的立場，對日中兩國的羅馬字運動既不陌生，

甚且是支持的態度。但站在台灣人的角度時，即便他自己對羅馬字的運用也相當

純熟，但還是有身為「漢民族」的「漢字」執著。也因此，1935 年他第一次嚐試

以「福佬話文」寫成〈北京話〉一文時，是以「全漢字」寫就；亦即，在郭明昆

所構思的「台灣文學」裡，除了有日語寫作的文學，應至少也應有以「漢字」寫

就的方言（福佬話）文學；而非「模仿得拙劣、寫得「南腔北調」不三不四的（中

國）白話文」。而如此看待母土台灣的方式，即其認同顯然是較站在「地方」的角

度出發；而那個相對於地方的「中心」，則恐怕是複數性的（包含日本與中國）。

                                                        
31 〈台湾文学当面の諸問題 文聯東京支部座談会〉，同前註，頁 9。原文日文，筆者中譯。而「唐

山」、「此時此地的需要」，以及筆者將之粗體化的「方言文」，乃原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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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我們仍可從郭明昆的論述中，看見其認為「地方」足以作為一種主

體的思考。例如，〈北京話〉一文談的是北京話的語音、語調、語詞、語法，但文

章最末卻也是如此呼籲： 

 

我想咱大家應該着愛惜咱的母語。 

大家愛惜福佬話、愛育福佬話文、台灣話文學自然就會誕生發展。 

我並不是反對島人寫官
、

話文、抑是國
、

語文。最近、我看見「臺灣文藝」裡

有載真多的「白話」文、實在真量
リン

嘆服執筆諸位。不拘（m ku）、我讀着攏

感覺無量的隔模。看、未
ベエ

順眼、念、未順口、聽、未順耳。老實講、我想

做是一種煩雜的新
、

文
、

言
、

。雖然我在東京的時、合（kap）日本人講日本國語、

來北京的時、交（若「及」「參」的意思、音轉 kiau）中國人講中國々語。

總是、參臺灣人我猶是愛講臺灣話。不限但用本地話講卽會
エ

得有「本地風

光」、人是生出世到死、一生、咱的精神上感情上的「內面」生活、脫不離

母語方言的。 

（中略） 

我、一面、理想「人類一家」的將來、「四海同胞」共通語言、希望「國語

普及」「國語統一」快成功。總是、我一面、又相信方言文學有存在的理由。

尤其在咱臺灣、振興方言文學的必要及價值、是顯然重大的。32（粗體：引

用者） 

 

  雖然談的是「北京話」的觀察，這裡的「官話文」、「國語文」，當然指的是中

                                                        
32 郭明昆，〈北京話〉（李獻璋編著書中改題為〈北京話的言語史觀〉，以下註釋皆以原題呈現），《中

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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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白話文、北京話／文。亦即，郭並不反對台人寫中國白話文，但寫得不順，就

彷彿「新文言」－新的文言文。而文末所謂的「國語普及」、「國語統一」，恐怕指

的是作為台灣的國語之「日語」，這也呼應了前引郭在座談會發言中所謂的：「我

自己並不反對對島人們以和文書寫文學作品，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郭明昆也沒

有理由反對自己以日語書寫的現實。而也正如其在〈福佬話〉的首段所揭示的： 

 

福佬話，確實是方言。總是在咱臺灣、這有兩重ヱ意思。第一、從文化圈從語

言ヱ系統講、對華北ヱ「官話」也是方言。這點及對岸相共
カアン

。第二、從政治圈

講、對日本國語也是方言。此點及アイヌ（按：愛奴）話・琉球話無差。33（粗

體：引用者） 

 

  換句話說，郭明昆極為重視台灣的「方言文學」之發展，認為有其必要性，

但其在前引〈北京話〉中提出的「福佬話」、「福佬話文」、「台灣話文學」，則也都

是作為日本這個政治上的宗主國的「地方」，以及作為中國這個文化祖國的「地方」，

所出發的思考與期望。 

  但如前述所言，被迫糾葛於「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夾縫中，似是戰

前從殖民地來到日本的留學生都得面對的課題。因此，或許也不該將郭明昆的「地

方」思考，直接全然地以「主從關係」來對應他所面對的日中與台灣。郭明昆在

「台灣話文論戰」幾乎沉寂之後，於《台灣文藝》裡直接以研究者的角度、直接

嚐試以台灣話文書寫〈北京話〉、〈福佬話〉、〈北京雜感〉等 3 篇來重新發起對這

項課題的討論，即足見其對「台灣話文學」發展的高度重視，且肯定其所擁有的

獨特意義與價值。 

                                                        
33 郭明昆，〈福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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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統合」下的「台灣話」理論 

  作為日本帝國第一個殖民地台灣，台灣人所接受的「同化」教育是日本的殖

民地當中歷時最長，卻也最將「同化」作為反義詞加以實踐的民族34。也正如駒込

武在討論「文化統合」之概念具有其矛盾與差異點時所提出的： 

 

所謂的民族，是以一定的方向將「傳統」加以組織化，而在近代的過程中

所產出的政治理念；不僅僅是「日本人」，「朝鮮人」、「中國人」、「台灣人」

等這些範疇，在近代帝國主義體制中，都具著作為共享政治經驗的集體之

現實性意義。」35（粗體：引用者） 

 

  以這樣的框架來檢驗作為一個幾乎是戰前唯一得到如此學術訓練機會的語言

學者郭明昆，以及他的研究成果與其提出的理論，或許可較清楚地理出他在如此

複雜背景中的樣貌與位置。 

  郭明昆的學識養成契機，固然是因為「帝國擴張」所需，但另一方面，1930

年代中期，台灣成為殖民地已 40 年，殖民地的文化已趨進被完全統合的狀態，尤

其是語文狀況；甚且，此時已將進入「非常時局」的社會情勢。如前所述，如果

郭明昆沒有二度留學，且前往中國調查，即便留在台灣可能有更多與文壇或文化

界的交流的機會，恐怕對台灣語文的關心是相對而言較薄弱的，畢竟台灣話文的

論戰已經沉寂，更何況隨著戰爭情勢日益緊張，時局走向更激烈的皇民化，更不

可能再致力於台灣話的語文研究與推廣。 

  那麼，在這個時期的郭明昆，之所以認為「台灣話文學」具有獨特意義與價

值，其背後的影響究竟如何？我們又可如何試著理解其所建構出的語言論、文學

                                                        
34 將「同化」作為反義詞而實踐的相關研究，可參考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 日治時期臺

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11）。 
35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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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思想？正是在這種「文化更趨向統合」的狀況下，筆者想要延伸紀旭峰在論

郭明昆的知識建構過程中的提問：即從郭明昆將津田左右吉或柳田國男的見解加

以活用之例，或許可以看出東亞知識份子的「知識」的連動關係。因此，以下也

將分析郭明昆的語文論述當中，受當時柳田國男所建構的「民俗學」影響的軌跡；

並且進一步討論其理解「中國」轉而研究與期待「台灣」，或可說是乃受津田左右

吉「研究中國，其實也是為了確立日本」的研究意識所影響的可能性。 

 

（一）延續「台灣話文」的討論 

  首先，還是必須回到當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持續發展到 1930 年代之後的處境。

1930 年代初期的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論戰，無論是中國白話文一派，或者台灣話

文一派，都提出各自的主張，且藉由多次往來的交鋒，彼此對各自的主張有更細

緻的闡述。未及參與論戰，卻在《台灣文藝》發表一系列以台灣話文寫就的論述

與觀察，郭明昆所撐出的框架與內涵，如何不同於論戰時期的台灣話文一派的主

張？以下，筆者先整理台灣話文一派中，黃石輝、郭秋生、黄純青等三位最重要

的論者之主張重點，接著再從這個脈絡來定位郭明昆的論述。 

  首先，引爆論戰的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其論述大致可分為

三大段落：①提出台灣文學應以台灣話書寫、描寫台灣的事物，且要以廣大的勞

苦群眾為對象，因此文藝力求淺白。②批判當前的新文學作品有許多地方無法了

解或唸出，實亦為貴族式的文學；若要強調文藝大眾化，則應以不需太多解釋即

能明瞭的台灣話來書寫。③最後提出「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增讀台灣音」、

「描寫台灣的事物」等三點，來闡述並樹立台灣鄉土文學的具體意見36。而黃石輝

又於另一篇〈再談鄉土文學〉中，也提出台灣話文需與中國白話文需有共通性的

                                                        
36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原載於 1930 年 8 月 16、17、18 日《伍人報》第 9、10、11

號；轉引自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3），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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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37 

  而第二位健將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謂，「若文字不會直

接記號言語，便不得配稱忠實了」38，他認為台灣受白話文影響的確不少，且白話

文的淺白亦近台灣語體，但它無法完全表記台灣語，實有違「言文一致」的原則，

故其強調「台灣話文」即「台灣語的文字化」39之意；而其「台語文字化」工程的

重點在於新字的創作，以此解決台灣話中許多「代字」（即假借字或需以「訓讀」方式讀寫的詞

彙）的問題。 

  〈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的具體建議，簡言之，即：①考據符合言文

一致的既有漢字，盡可能使用現有漢字；②字義符合但音韻不符時，應屈語音而

就字音，即取「字音（文音）」；③除了熟語慣行，一切從「語音（白音）」；④字

義及語義若相異（即「訓讀」的不規則性）而易招誤解，則不符台灣話文的建設；⑤為彌

補字義及語義的歧異缺陷，則應造新字40。郭的觀點與黃石輝類似，黃認為文字不

夠用可採用代字，但也應另做新字；換言之，郭黃等人提出的字義及語義相符之

新字建議，即作為一個得以標準化的口語體台語文字－台灣話文－的用字之具體

建言。 

  另一篇較具體且較有論據的，即是黃純青的〈台灣話改造論〉。黃純青先強調，

「用廈門音做標準、要改做言文一致」，他認為台灣漢族語言有泉州話、漳州話、

客話、福州話、廣東話等，漳泉可通，但其餘各種不通，故應需統一，而建議以

                                                        
37 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原於 1931 年 7 月連載於《台灣新聞》8 回；引自中島利郎，同前註，

頁 58。此文行文中偶以羅馬字標註漢字發音。相關主張原文：「如果要把自己的門關起來不和中國

人交通，我們儘可採用羅馬字來寫台灣的白話文……我們因為要寫給中國人亦看曉的台灣白話文，

因為要使讀台灣的白話文起底的人能兼通中國的白話文，所以要採取和中國的白話文有共通性的代

字來用。」（粗體：筆者） 
38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文於 1931 年 7 月連載於《台灣新聞》33 回，引自中島

利郎，頁 45。 
39 郭秋生，同前註，頁 47。 
40 郭秋生，同前註，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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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漳及泉漳人僑寓南洋之中心的廈門音來做標準化的依據。41 

  黃純青又進而聲明此文乃以漳泉人的鄉音所作半話半文的「試作兮台灣白話

文」，以及「改造台灣話的確是目前兮急務」等項；並扼要提出「台灣話改造」的

原則：①言文無一致，要改做一致；②讀音無統一，要改做統一；③語法無講求，

要講求；④言詞太錯雜，要整理。42 

  新文學運動初時的 1925 年，張我軍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一文開宗明義地

說：「我們現在談新文學的運動，至少有兩個要點：1 白話文學的建設、2 台灣語

言的改造」43，後來新文學傾向以模仿中國白話文的文體書寫台灣話文，使得「台

灣語言的改造」在實踐上，呈現言文不一致的落差現象，於是才有 1930 年代繼續

「改造台灣話」的論調出現。 

  筆者曾提出，1920 年代的新文學運動，可謂第一波的言文一致運動；而因漢

人意識的驅動，使得新文學在形式上走向模仿中國白話文，卻也導致語、文脫軌

和語言無法固態化的狀況，才促使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即第二波言文一致

運動44。也就是說，上述黃石輝、郭秋生、黃純青延續了 1920 年代「未竟的」台

灣語言的改造，為了更符合「言文一致」，而掀起了台灣話文論戰。然而，1930 年

代的論戰，仍在雙方無法聚焦的狀況下無疾而終。在討論已呈現沉寂狀態時，那

麼，郭明昆在《台灣文藝》的 3 篇論述與在「東京支部座談會」的發言，無疑是

為了延續「台灣話文」的討論；甚且，郭直接帶頭實踐，以台灣話文書寫研究文

                                                        
41 黃純青，〈台灣話改造論〉，原文於 1931 年 10 月連載於《台灣新聞》14 回，引自中島利郎，頁

121、130-131。而關於為何以廈門音為準，可參考拙論的考察，〈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

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 彰化研究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5.3），頁 385-386。 
42 黃純青，〈台灣話改造論〉，引自中島利郎，頁 121-122。 
43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1925.8.26，頁 19。關於張我軍此文及相關時代背

景與意涵，請參考拙論，〈「言文『不』一致」的起點──重論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

代〉，《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0 期（2020.4），頁 141-187。 
44 請參考拙論，〈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

同註 40，頁 355-420。被謂為開台灣白話文先河的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以及黃朝琴〈漢

文改革論〉兩篇，都提出了書寫「言文一致體」的呼籲。關於言文一致體的發展，可參考橋本治，

《言文一致体の誕生》（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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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與報導式的散文。 

正如陳淑容所言，「郭明昆為數不少的關於中國家族制度、語言學論著在日本

內地知名期刊上發表，那麼在如是脈絡寫成的〈北京話〉、〈福佬話〉，可說呈現了

日本統治時期科學地研究北京話、福佬話的最高水平，也不為過。」45換句話說，

郭明昆的〈福佬話〉等文，不僅是台灣第二波的「言文一致」運動之延續，其延

續的內容也超越了 1930 年代初時的討論。然而，當時的台灣文壇，使用日語的比

例遠遠高過於 1920 年代，因此郭明昆的理論與實踐，在當時似乎也未引起太多共

鳴或討論。而較細緻的差異則在於，此時他所標舉的則是台灣的「方言文學」、「福

佬話」、「福佬話文」、「台灣話文學」等，這些同中似有異、異中似又有同的名稱，

事實上包含著他融合東西方的學術研究之科學性的角度，來對於這個語言與從這

個語言發展出的文學所做出的定義與定位，以及其作為文化已幾近完全統合的殖

民地子民但身處東京學術中心的位置，所發展出的「地方」意義之思考。 

  但如此科學性的研究文章，仍極具歷史意義。這也是為什麼張深切要說，「郭

一舟先生這篇〈福佬話〉，為台灣話問題的導火線，是此問題極重要的文獻，懇請

大家務必一讀。」正因台灣話問題幾乎已不再被討論，因此〈福佬話〉的刊出，

宛如導火線一般，提醒大家應當繼續重視；也就是在台灣話愈來愈不被重視時，

郭明昆才更要延續討論、且要繼續研究這方面的學問，而這也是為了提供未來的

台灣社會參考。而後，郭明昆完成於 1940 年的遺稿〈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

について〉（關於福佬話方言中的「及」和「與」），也不斷提醒讀者，必須知道漢

字原來的發音（例如此篇是「及」（kah）和「與」（hō͘）的分析）等等；因為，若

能對文字和發音有絕對的掌握、整理並且進一步改革，「言文一致」的工程，才能

真正達到落實。 

那麼，就研究成果而言，郭明昆到底如何以其學術背景來論述這個他視為「方

                                                        
45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4.12），

頁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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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時而以「福佬話」，時而也以「台灣話」稱之的語言呢？以及，他所提出的

論述當中內涵著怎樣的思想？以下繼續析論。 

 

（二）融合東西方研究成果的「福佬話」論 

  郭明昆的〈福佬話〉，於《台灣文藝》中連載 3 回。這篇論文完成於北京、通

篇以台灣話文書寫，幾乎就是一篇完整的學術論文。全文共分六大節：「研究ヱ必

要及價值」、「福佬話ヱ來歷略說」、「福佬話ヱ通性特質」、「福佬話ヱ古語研究」、

「轉音及用字ヱ整理」、「福佬話研究餘說」。首先，從結構即可看出，作者在此文

提出了其對福佬話這個語言的觀察，是具備「共時性」與「通時性」的觀點；且

不僅是提供研究心得，甚且是要藉此來和現階段社會對福佬話／文的相關問題提

出對話。雖然作者一開頭便謙虛地說：  

 

福佬話ヱ研究、是眞要緊。研究着要用科學的方法、董
テェン

眞、確實卽好。總

是我此篇小稿、猶不是科學的研究。46 

 

  但事實上，這篇包含註解幾乎已超過 2 萬字的大論，其研究方法上既有對古

典的考察，更有以最先進的語言學之科學性的考證。例如，作者在第三節「福佬

話ヱ通性特質」當中，即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如此提醒讀者： 

 

大家因為平素無反省、失覺察、若遇着此欵質問、却難得應
イン

答。對咱ヱ母語、

早前都有「十五音」、也有教會西洋人ヱ羅馬字白話字典ヱ編著。但是、辶瓦
ヒ ア エ

攏

                                                        
46 郭明昆，〈福佬話〉（李獻璋編著書中改題為〈福佬話方言的研究〉，以下註釋亦皆以原題呈現），

《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48。（引文中譯：「福佬話的研究，非常重要。而研究則得

要用科學的方法。謹慎，的確是較好的。倒是我這篇小稿，還稱不上是科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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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phonological study（音韻學的研究）ヱ範圍。猶不是純正ヱ phonetic 

study（語音學的研究）。（中略）我眞心祈望、對語詞及語法ヱ方面、應該

也着真像欵科學的董眞精細ヱ著作、緊々、從島內ヱ同胞發表出來。47 

 

  文中的「ヱ」是日文平假名「エ」的舊時寫法，於此即是作為「的（ê）」的

使用。關於這個部份稍後再述，而這段話正如前引葉純芳、橋本秀美在其考察結

果後所提出的，郭對於西方最新學術文獻已有相當掌握；而文中將台語的「十五

音」、「教會白話字」等字辭典編著歸屬於「音韻學研究」的範圍，謂其還不算純

正的「語音學研究」，可見郭對西方語言學的理論不僅相當清楚，更能實際地應用

自己的語言研究。接著，郭再細談聲母、韻母、聲調等細緻的問題及其中特色。

這一節的最後，他更強調： 

 

福佬話ヱ語詞及語法ヱ特色妙處、猶着更待此後ヱ研究。眞像形態觀念眞

發達、表具體的動作ヱ動名詞、極非常豐富。譬如、表料理方法ヱ動(名)

詞有、煮（tsú）、炒（chhá）、煎（chian）、煠（sa̍h）、炊（chhoe）、蒸（chhèng）、

火君（kûn）、炕（khòng）、熬（gô）、烹（pheng）、燜（būn）、火朕（tīm）、燉

（tun）、熇（hok）、煏（piak）、粻（tioⁿ）、焙（pōe）、熻（hip）、炮（phû）、

烘（hang）、箭(按：下有四點的火字旁)（chìⁿ）、燙（thǹg）、浮（phû）、鮨（sīⁿ）、腌（am）、

風（hong）、滷（瀂 ló）͘、火前（tsoaⁿ）、溫（un）等々々。（用刀ヱ方法、另

外猶有眞量多欵無算在內咧。）用手用腳ヱ動作、各々攏有將辶系
ヘ エ

舉動ヱ情

形勢面、分別及眞精微、眞詳細。動作觀念發達及者量
チアリン

精細靈妙、恐猜、

世界各處的方言・國語、攏逮未着吶。（粗體：引用者）48 

                                                        
47 郭明昆，〈福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56。文中的「欵」，即「款」。 
48 郭明昆，〈福佬話〉，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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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並非單純地舉出幾個料理的動詞之例，並以漢字及羅馬字標記而已。

漢字是象形文字，福佬話雖亦可在漢語體系表現，但透過羅馬字的標註，前述對

「音韻學」或「語音學」的評述與相關研究的期待，已做出了具意義性的示範。〈福

佬話〉全篇也常見分析時以西方理論或英文括號解釋，例如：Grimm’s Law（牛林

條例）、輕聲（enclitics）、Causative（按：使役詞）、元音（vowel）、連結詞（connective）、

若眞像歐文副詞句（so...that—ヱ that-clause）式ヱ文句、possessive case 領位（所

有格）、圓唇化（labialization）、母語（mother tongue）……等，如現今學術論文中

常見的引述用語方式。而最後一句的「動作觀念發達及者量精細靈妙、恐猜、世

界各處的方言・國語、攏逮未着吶」，除了呈現郭明昆由文獻中對世界各地的語言

形態亦有涉獵，大抵也可謂是作者所提出的研究觀察結果－福佬話最大的特色之

一：「動作觀念發達」；即郭明昆強調，光是就動詞的多樣性而言，福佬話已經超

過世界各國的方言或者國語。 

  暫且不談福佬話的多樣性是否真如郭明昆所言的超越其他各國語言，但郭在

生前最後一篇論文〈華語における形体観念〉中，即再強調了科學的重要，且提

及自己於 20 年前，即 1919 年入學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時，曾聽林茂生談到「歐洲語

的時間觀念較發達」，而「華語的空間觀念較發達」之事，從此對形體詞產生興

趣49。可以說，啟蒙郭明昆能夠開啟自己獨特的研究觀點的人，正是其就讀商科時

代的老師林茂生。而該論文如李獻璋所言，其提出了華語表現法中所見基本特色

之敏銳觀察50。就寫作時間來看，〈福佬話〉早於〈華語における形体観念〉發表，

那麼，福佬話的研究心得，或也多少成為郭明昆的華語研究之養份。 

  而郭明昆在留學早大期間，接受津田左右吉等日本第一代社會學、歷史學家

的訓練，以及大量接受西方人類學理論，其對科學的重視與在東西方的研究方法

上取得適當平衡，而試圖給予「福佬話」這個語言有更高度的評價，郭明昆的企

                                                        
49 郭明昆，〈華語における形体観念〉，《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48。 
50 李獻璋，〈編者後跋〉，同註 1，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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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實踐的成就，從語文改革的進程來看，已超越 1930 年代初期的論戰，而開展

出一個新階段。 

 

（三）柳田國男「一國民俗學」的影響 

  正如前引駒込武所謂的，在帝國主體的體制中，文化統合的背景下，帝國與

殖民地的民族都是「共享政治經驗的集體」。作為一個出生已是日本國籍、接受日

本教育，甚且前往日本留學，更是位居學術中心的郭明昆，他的學識活用，亦可

看見東亞知識份子在知識共有與連動的面向。因此，〈福佬話〉當中對民俗學家柳

田國男（1875-1962）言論的引用，也非常值得探究。   

  1917 年 3-4 月，柳田國男曾受當時的民政長官下村宏之邀，到台灣從事約莫 2 

個月的考察旅行，甚且深入南投霧社的原住民部落探訪，對於總督府的同化政策

也提出批判，認為應該尊重台灣的獨特文化51。不僅台灣，年輕時的柳田已在日本

國內多處地方進行口傳文化與習俗研究的踏查之旅，其不僅具備卓越的日本方言

相關知識，也認為方言是深刻地印刻著在地庶民經驗與情感的文化，而予以尊重；

甚且在 1921 年因任職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委員而赴歐，期間接觸了方言學，尤其是

語言地理學等當時最新的學術知識，因而提出「方言周圈論」的觀點；在歐期間

也與新渡戶稻造一起向國際聯盟提出在全世界公立學校教授「世界語」的請求52。

也可以說，日本的民俗學奠基者柳田國男，其研究的範疇中，語言問題是作為基

礎出發的。 

  眾所周知，柳田國男在 1934 年出版的《民間伝承論》中，確立了他所提出的

「一國民俗學」之理論框架。伊藤幹治曾指出，此理論框架來自法國民俗學者的

影響，主要著重於口頭傳承與行為傳承等地方文化的採集和集結運動，與德國民

                                                        
51 佐谷眞木人，《民俗学・台湾・国際連盟 柳田國男と新渡戸稲造》（東京：講談社，2015.1），

頁 87。 
52 岡村民夫，《柳田国男のスイス 渡欧体験と一国民俗学》（東京：森話社，2013.1），頁 202-206、
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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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學亦有共通之處。伊藤認為，柳田將「一國民俗學」定位在「一個國家的同種

族國民之自我省察」或者「為了解自我的學問」，並且他是將研究對象限定於「一

個國家（日本）」當中的「主要種族」；尤其柳田主要聚焦在戰爭時期到戰後的「固

有信仰」之問題。伊藤也進一步指出，此「一國民俗學」的理論框架，是追求著

於柳田內在培育出來的日本人民族認同的一種強靭的情感53。另外，岡村民夫則以

語言的角度強調，在方言的研究方面也相當投入的柳田，其「一國民俗學」是在

「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的設定上，所建構出來的民俗學54。一個國家一個語言，亦

即，在這個國家裡的其他語言，皆為「方言」。台灣既是日本的殖民地，作為一個

地方，那麼，自此即能理解郭明昆何以將台語發展成的文學定位於「方言文學」。 

  雖然，討論台灣與日本民俗學的接點時，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民俗台灣》，尢

其是 1943 年 10 月 17 日在柳田家舉辦的「柳田国男を囲んだ座談会」，而座談會

的內容也以「座談会 柳田国男氏を囲みて―大東亜民俗学の建設と「民俗台湾」

の使命―」之題，刊於該年 12 月的《民俗台灣》55。不過，最早引用柳田國男的

民俗研究觀點的，應該就是於早稻田大學從事研究的郭明昆之長篇論文〈福佬

話〉。 

  〈福佬話〉的第一節「研究ヱ必要及價值」，郭明昆即明白列出以下五項。 

 

一、日常語言生活ヱ反省 

二、鄉土文學ヱ創造 

三、口傳文藝ヱ研究 

四、古音古語ヱ歷史研究 

                                                        
53 伊藤幹治，《柳田国男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岩波書店，2002.10），頁 77-79。 
54 岡村民夫，《柳田国男のスイス 渡欧体験と一国民俗学》，同註 51，頁 314。 
55 關於柳田國男論述的大東亞圏民俗學，可參考植野弘子，〈『民俗台湾』にみる日本と台湾の民

俗研究〉（東京：東洋大学社会学部紀要，第 50-1 号，2012），頁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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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語教育ヱ補助56 

 

  這五項，很明顯都可看出是受柳田國男建構出的民俗學之影響痕跡。無論是

前述的語言（方言）問題、口傳踏查、或者是論及國語教育的問題，甚且是鄉土

研究，原就是柳田創出「一國民俗學」的開端57。郭明昆在這一節的最後，甚至不

惜篇幅地將柳田國男於奠定「一國民俗學」的論著《民間伝承論》當中，對日本

內地的「國語教育」之講評，直接以日文抄錄於這篇通篇以「台灣話文」寫就的

文章當中。為了如實呈現郭明昆的日文摘錄之「突兀」，以下以原文照錄引用，稍

後就概述其意並加以分析。 

   

又常民の感覚についても實際複雜である。彼等がそれを表出する手段は

閉塞せられて居る。言語の教育は此點十分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中略） 

それに常民自身の言葉での表出を壓へて、表現は不便な標準語を押賣す

ることは、彼等の口を壓へ表現の垣をしたことである。彼等が先祖代々

から持續けて居る言語でさへ、尚描寫することの出來ぬ複雜な内部生活

は、いくらよい言葉でも外部から與へられたもので表現出来るわけのも

のではない。實際鄉土人は自分の眞の生活を外部に自ら説明することも、

説明して貰ふことも出來ない狀態である。（中略） 

元來言語教育國語教育の理想は、理想解釋のみに置いて、滿足なる表現

といふことに置かなかつたならば、その表現の壓へられ閉塞せられたゞ

けのものが、何處かに爆發しないで居ないのである。意外な斷定のやう

に思はれるかも知れぬが、今日の社會不安の基礎に、この國語教育の失

                                                        
56 郭明昆，〈福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50。 
57 柳田國男於 1913 年創刊《郷土研究》，此後開展一連串的鄉土及民俗相關研究。伊藤幹治，《柳

田国男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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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が橫はつて居るとさへいへると思ふ。常民の用語は現實の彼等を示す

一つの鍵である。自分の集めて居る農村・漁村・山村の語彙を見ても此

感は深い。……58 

 

  這篇摘錄裡強調語言教育的推廣，應該考慮到「常民」（庶民）自身的語言。

柳田認為，標準語或國語，其實也壓抑了常民的自我表述之能力；因常民的語言

是呈現他們的實際情狀的一個關鍵。柳田更指出，造成社會不安的基本問題，甚

至可以說是國語教育的失敗所致。他具體地批判當前的國語教育，並沒有考慮到

常民們的語言，也因此反成了常民表現自我的阻礙。郭明昆引用此段論述，顯然

亦有對國語教育的批判意味，只是作為一介國家所栽培的學者，其對於國策的批

判有所保留。於是，正如前一節也曾引用過的，郭明昆以學術的解度來說明，「福

佬話」居於「方言」的位置： 

 

福佬話，確實是方言。總是在咱臺灣、這有兩重ヱ意思。第一、從文化圈

從語言ヱ系統講、對華北ヱ「官話」也是方言。這點及對岸相共
カアン

。第二、

從政治圈講、對日本國語也是方言。此點及アイヌ（按：愛奴）話・琉球

話無差。59（粗體：引用者） 

 

  這一段非常重要，因此請容筆者再度引用。柳田「一國民俗學」的論述框架

中，事實上也將言說愛奴語的日本北方民族排除在外，即便就「政治圈」的行政

劃分來說，愛奴和琉球（沖繩）比台灣都更早隸屬日本；但他們的語言與民俗，

仍是作為「地方」的存在。除了這些邊緣性的地方存在，分散南北的日本列島中

                                                        
58 柳田國男，《民間伝承論》，頁 287-288（轉引自郭明昆，〈福佬話〉，頁 452-453）。 
59 郭明昆，〈福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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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人」，即如小熊英二所概括的：「柳田的『一國民俗學』所留下的最大遺

產是，將原本以天皇作為基礎的「從上而來」之國族主義，取而代之地創出一個

「由下而生」的民族主義，亦即讓日本列島由北至南的人民們，有了共通性的民

俗之『一個民族』的意識。」60以此框架為基礎，我們即能理解 1930 年代中期的

郭明昆，是站在一個作為文化上已與帝國統合之後的學者，其把台灣也看成日本

這個「一國」當中的「地方」的立場，來研究「福佬話」，並且強調其可成為「方

言文學」的重要性與所居位置。甚且，他引出柳田所言，當前的國語教育應考慮

到常民們的語言，藉以批判殖民地的語大教育問題。 

  進一步而言，福佬話在文化上究竟是屬於中國的方言，在郭的諸多考證上即

可知它與漢語密不可分，但政治意義上，從柳田論述的脈絡來說，相對於愛奴語，

福佬話與受漢文化影響的日本國語是更接近的，因此，福佬話作為日本的方言之

一，更有其正當性。而這當然也源自於郭明昆處於東亞知識圈的連動核心，所產

生的思考。前述提及郭的觀點站在「地方」的角度出發，而那個相對於地方的「中

心」是包含日本與中國的複數性之存在；更精確地說，此時的郭明昆之「台灣話

論」，在內涵上，日本的比重應大於中國。而這樣地將福佬話作為日本國語的方言

之觀點，也幾乎不見於其他台灣話文運動者的論述之中；在語文改革進程的光譜

上，便有了比前期較歧異的開展。 

 

（四）特殊主體的確立：做為方言文學的「台灣話文學」 

  1930 年代的柳田的民俗學，不僅在學術界掀起風潮，也正因其民族主義的重

新建構是基於「常民」立場，就連「轉向」之後的馬克思主義青年們也紛紛拜於

柳田門下61。作為居於最前端的學術現場之學者郭明昆，接受了柳田的論述並應用

                                                        
60 小熊英二，〈柳田国男と「一国民俗学」〉，收錄於小野寺優發行，《柳田国男 民俗学の創始者》

（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14.5），頁 152-153。 
61 相關研究可參考鶴見太郎，《柳田国男とその弟子たち 民俗学を学ぶマルクス主義者》（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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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研究中，或許在當時並不算太特殊的事例。而影響其治學態度最深刻的，當

屬恩師津田左右吉。尤其津田原就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也因其推薦，郭明

昆得以有機會前往中國考察，而能進一步以不同的觀點來發表〈福佬話〉等研究

成績，以及「台灣話文學」的相關建議。 

  那麼，被譽為「最偉大的東洋學者」62津田左右吉，其思考如何反應在郭明昆

的福佬話研究？ 

  在從事支那研究之前的 1910 年代，津田即陸續出版《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

《文学に現われた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平民文学の時代》、《武士文学の時

代》等著作，這些著作是津田發展「國民思想」研究的嚐試。1918 年之後，津田

成為早稻田大學的講師，且導入西洋的研究方法來從事中國研究，陸續出版《支

那思想と日本》、《論語と孔子の思想》等中國思想研究書籍。也就是說，津田將

「中國」作為一個方法論與研究對象，為的就是更深入地理出完整的日本「國民

思想」研究。雖然許多學者也認為，津田對於中國思想文化影響的日本思想文化，

以及日本思想文化中的中國思想文化，給予了負面評價63。但津田之所以研究日本

國民思想，包括以「中國思想及文化並未真正深入日本生活」的批判意識出發，

都是為了強化日本主體的立場－即「尋求日本的特殊性與自主性」64。正如研究者

謝明珊所言： 

 

對津田來說，一個理想的文化型態，不是單純地去模仿外來文化，而是要

以日本人自身的創造性為基礎所形成的；且在形成文化的過程中，一般平

民必須參與其中，而非僅僅是上層階級的專利；此外，文化不只是短暫的

                                                        
人文書院，1998.12）。 
62 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11），頁 158。 
63 謝明珊，〈津田左右吉中國研究的原點：以世界化為基礎的本土化〉，《國家發展研究》7（1）

（2007.12），頁 158-159。 
64 謝明珊，〈津田左右吉中國研究的原點：以世界化為基礎的本土化〉，頁 15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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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樂，而是與國民真實生活感情緊密結合、富有想像力的事物。65 

 

  「理想的文化型態」應是以該國人以「自身的創造性為基礎所形成」，這樣的

思考確實可見於郭明昆的語文論述當中。特別是在 1937 年 11 月至 1939 年 5 月，

津田連載於《東洋學報》的 7 篇論文「日本の神道に於ける支那思想の要素」66，

正是津田長年研究中國思想而思考日本主體的重要成果。而這系列的文章正好發

表於郭前往中國研究之後，甚且，郭明昆〈福老方言に於ける親族称謂の二三に

ついて〉（《東洋史会紀要》第 2 冊）的發表時間則是在 1937 年 9 月。可想而知，

這個時期師生之間對於中國研究的討論是更加緊密的。也正如紀旭峰所言，郭能

活躍於學術界，津田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67 

  於是，寫於旅居北京研究中國期間的〈北京話〉，在解釋完北京話的語音、語

調、語詞、語法之後，郭明昆在最後一段，把關注的焦點移回台灣： 

 

我、一面、理想「人類一家」的將來、「四海同胞」共通語言、希望「國語

普及」「國語統一」快成功。總是、我一面、又相信方言文學有存在的理由。

尤其在咱臺灣、振興方言文學的必要及價值、是顯然重大的。 

   島內大衆、每日、嘴講是福佬話、耳孔聽也是福佬話、不拘
クウ

、手無

寫福佬話文。這是不正經的。理論上、福佬話文學着要創造振興。技術上、

福佬話文也是寫得出的。雖然、因為、也有有音無字的、也有轉變音的、

技術上有重大的困難、總是、咱大家若肯熱心、先從語言音韻的學理、由

                                                        
65 謝明珊，《津田左右吉認識中國的起點》（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中心，2008.10），頁

46。 
66 津田左右吉，《日本の神道に於ける支那思想の要素》，本文參考版本為《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

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64.6）。津田的序言中，「支那」兩字記為「シナ」，但從「東洋文庫」

搜尋到的《東洋学報》刊出原版之題則記為「支那」。 
67 紀旭峰，〈植民地台湾からの「留学生」郭明昆──知の構築と実践を中心に──〉，同註 7，頁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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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音變的路程、對這有音無字的、轉變音的、或是擬定或是整理相當的

漢字出來、福佬話文就會得寫及
か

自在痛快、福佬話文學抑是台灣話文學就

會得新生發展。68（粗體：引用者） 

 

  即便我們無法實際地衡量郭對「國語」的批判之程度，但從「人類一家」、「國

語統一」快成功等期望，仍可見其心中對於「理想的文化型態」的想像，那麼，

福佬話文、福佬話文學、台灣話文學等主張，或可謂其設想從「自身的創造性為

基礎所形成」的一種文化指標。 

  前文提及，津田研究「深受中國思想影響的日本國民思想」，以及「日本思想

文化中的中國思想文化」，甚且他後來投入中國研究，都是為了「尋求日本的特殊

性與自主性」。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循此脈絡來這樣理解：郭明昆從研究中國，再

將焦點轉向台灣，尤其他在研究福佬話／台灣話的同時，更提出了「咱臺灣、振

興方言文學的必要及價值、是顯然重大的」，且極度期待福佬話文學或台灣話文學

的新生發展，無論是研究方法或者實踐的面向，這樣的「對照」視角與聚焦，正

也是一種「尋求台灣的特殊性與自主性」的確定過程，一種「確立」台灣作為一

個「特殊主體」的過程。而這個未竟的過程，或可說是深受津田的研究意識所影

響。 

  正如前言也提及的，1936 年 2 月，郭明昆從中華民國回到日本之後，一路從

第二早稻田高等學院臨時講師、早稻田大學特設東亞專攻科講師、第二早稻田高

等學院專任講師，持續升任，1943 年 2 月歷經妻子逝去的傷痛，卻也在 4 月成為

第二早稻田高等學院教授，然而竟又在該年 11 月帶著三個孩子乘船回台的途中遭

遇美軍突擊，船沉人亡，全家不幸遇難69。然而，郭在歸台前仍有一篇寫就於 1940

                                                        
68 郭明昆，〈北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550。 
69 李獻璋，〈郭明昆教授略歷〉，同註 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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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但還未發表的論文〈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について〉（後以遺稿方

式刊於《東洋史会紀要》第 4 冊，1944.09），此可證明，郭的研究重心越來越專注

在母土的語言方面。其恩師津田左右吉在追憶文中，首先提起的是「我國」（日

本）學界因戰爭所受之禍無以數計，而郭明昆的逝去正是那受到戰爭禍害殃及

者之一。70 

  生於 1908 年、逝於 1943 年的郭明昆，就國籍而言，完完全全是個日本人，

因此津田的「我國」學界之稱，有其現實性。而值得注意的正是這篇 1940 年 8 月

寫就、未及在郭生前發表的〈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について〉，此論文當中

的用語，卻也可見郭明昆所欲建構的這個「特殊主體」，因為未竟，仍具有其不確

定性。例如，包括標題，論文一開始亦將福老話視為方言，但並不像 1935 年的〈福

佬話〉所言，政治上則是日本的方言，在這篇論文的開頭，他明確地以語言學的

概念來指福老話為漢語的一大方言，即福建方言之一種，或可說閩南方言，或可

說廈門方言71。而提到作為介詞與連接詞的「及（kap）」之用法，郭所舉的例文其

中一句是： 

 

您講北京話，及阮講日本話無相像。（君等ノ北京語ヲ話スノト、僕等ノ日

本語ヲ話スノトハ、同ジクナイ）72 

 

  這個例句或許可能是郭明昆在早稻田教授漢語時，為了 1941 年夏天早稻田大

學出版部將要刊行的《シナ語講義》所寫。然而，津田為了確立日本思想而研究

中國的思考，或許也多少被郭明昆繼承；郭研究中國之後思考台灣時，無論是從

民族或者文化認同，乃至語言源流來思考，在學術意義上，福佬話終究就是中國

                                                        
70 つださうきち（津田左右吉），〈故郭君のこと〉，李獻璋編，《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

頁 1。原刊於《東洋史會紀要》第五冊，1947.4。 
71 郭明昆，〈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について〉，《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501。 
72 郭明昆，〈福老話方言における及と與について〉，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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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一支。但是，「您（按：恁／lín，你們）講北京話」和「阮（guán，我們）

講日本話」的確是「無相像（bô-sio-siāng，不一樣）」。作為殖民地出身的學者，「日

本」、「日本話」無可厚非地已經成為「阮」—我們，這個作為「共享政治經驗的

集體」。換句話說，郭明昆所從事的研究實踐，可說是從「共享政治經驗的集體」

出發，所嚐試建立一個特殊主體的「過程」吧。 

  而 1935 年的〈福佬話〉，則可謂這個特殊主體的建構嚐試的「開始」。也因此，

郭明昆先明指福佬話在文化上是北京官話的方言、政治上是日本國語的方言，然

後試著在其「台灣話文」的書寫當中，且他以日本的「ヱ」來標記源自漢語的介

繫詞「的(ê)」。而這個「ヱ」，其實就有著「文化上」亦漸漸轉向日本的宣示意義。

且因這個來自表音文字－日文假名的「ヱ」，其強烈地反應了作為台灣話文在「發

音」上應該確實的主張，即這篇全以「漢字」書寫的文字，應以「福佬話／台灣

話」來「寫」來「讀」；試想，若文中的「ヱ」全都以「的」來標記，那麼，恐怕

我們今日只能以華語閱讀的研究者，都要以「摻雜著台灣話文的『中國白話文』」

視之了。而正因這個「ヱ」，即是內含著郭明昆將「福佬話」置於「日本」這個政

治集體的方言位置來看待的思考，於是，其行文中多少可見將民國（中華民國、

中國）他者化的痕跡： 

 

咱福老話，猶有一層ヱ大特色。就是讀書音（字音）及白話音（話音）增

差真多。「言文」ヱ不一致，文白相離，是數千年來ヱ久症，漢字文化ヱ病

根。民國ヱ文學革命後ヱ白話文且莫用講，華北現在日常著（按：teh，在）

講ヱ活語言裡也「文白」參差。只是，怹（按：原字為上「伊」下「心」）ヱ無眞像咱

ヱ者離經，者厲害。總是，也不比怹ヱ字音攏較舊，話音較新。73（粗體：

引用者） 

                                                        
73 郭明昆，〈福佬話〉，《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 459。文中的「者」，今記為「遮

（tsiah）」，「這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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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福老話」或許和民國的白話文發展不同，卻也是同為中國方言，但相較

於作為另一種中國方言的華北方言，「咱福老話」則又置於另一個集體「日本」之

中，即前述所說的福佬話內涵中的複數性。這或許是師承津田學問的郭明昆，在

應用了東西方語言學與柳田的民俗學的理論之後，所建構或者說去解釋台灣話作

為的一種特殊主體的存在之嚐試吧。而〈福佬話〉裡這個小小的符號「ヱ」，除了

向讀者強調了此文乃以福佬話發音，則也象徵著郭明昆的台灣話文書寫與語文改

革實踐，在漢字的中國與假名的日本當中尋求並確立出一個特殊主體的小小里程

碑，而這也是相較於台灣話文論戰時期以全漢字之想像與建構，最可視化的差異

點。  

 

四、代結語──未竟的語文改革與不確定性的特殊主體 

  1920 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運動呼應了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與中國的「中

國白話文」之熱潮，以文學創作的實踐之姿展開了一連串的文字改革運動。但因

形式上過度模仿中國白話文，導致台灣的白話文呈現「言文不一致」，如郭明昆所

謂的「鬼話文」之形貌；於是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論戰／運動」重提了「言文

一致」的落實。一般認為，台灣話文運動在 1930 年代初期即已告終，但郭明昆在

1930 年代中期以降發表的研究與論述，紮紮實實地延續了台灣語文改革的未竟目

標。 

  透過本文的梳理可知，郭明昆對的台灣話（福佬話）的語文研究與文學發展

的觀點，不僅是延續了漸漸被漠視／擱置的「台灣話文」討論之重要論述，更是

台灣最早融合東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台灣話的學術成果；而他所提出的做

為「方言文學」的「台灣語文學」之展望，乃受當時蔚為風潮的柳田國男提出的

「一國民俗學」，以及恩師津田左右吉以理解中國乃為尋求日本的特殊性與自主性

的研究意識所影響。雖然郭明昆的知識建構得已成就，其背後乃有著「帝國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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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外在因素撐持，但即便他全身體現著日本帝國與殖民地「文化統合」的形

貌，處於「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夾縫中，持續在認同中自我糾葛不斷，

他也仍極有勇氣地穿著漢民族長衫行走於炎熱的東京街頭，走進早稻田的研究室，

研究著中國，研究著台灣話。而從郭明昆的〈福佬話〉與其他相關研究中，本論

文考察了郭確立了福佬話乃作為一個「方言」，卻是一個「特殊主體」的存在；而

〈福佬話〉一文，正是他對於台灣話作為一個作為特殊主體存在的「確認」之起

點。但這個被確立的特殊主體之疆界，亦因著郭明昆的認同與現實時局，仍有著

不確定性。 

  若郭明昆未遇到船難，這個戰前唯一的社會語言學者和他的研究，以及他所

提出的語文改革建議，或許會因為他更加卓越的表現與地位，而發揮更大的影響

力。他可能繼續從事台灣話、台灣文字的研究，進而有助於建設屬於台灣人母語

的文學。然而，若是「帝國擴張」未因終戰而休止，則其他各國族的語言將可能

納入「日本」，而殖民地人民在其「文化統合」與「民族認同」當中，恐怕又得經

歷更繁複的拉距戰。當然，另一個可能是，他的學術累積與改革建議，都將因改

朝換代而被迫折損。總之，前述的「不確定性」，或也因時局而持續轉變。 

  像郭明昆這樣，以學術角度所奠定的具「特殊主體」性格的台灣話位置與發

展方向，因戰爭與戰後的另一個統治體制而再遭受到殘酷的斷絕。幾乎要等到戰

後流亡日本、復學東大、以研究台灣話取得東大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王育德，

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總算交出對福佬話／台灣話的科學性且全面性、系統性的研

究成果74。無論是郭明昆或王育德，都是台灣在近代以來，少數從現代科學的研究

                                                        
74 王育德於 1949 年逃亡日本，1952 年完成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論文〈台湾語表現形態試論〉、1954

年完成東大碩論〈ラテン化新文字による台湾語初級教本草案〉、1957 年出版《台湾語常用語彙》、

1969 年完成東大博論博士論文〈閩音系研究〉；期間在《台灣青年》連載共 24 回的〈台湾語講座〉，

並續發表〈台湾語の研究〉、〈日本における福建語研究の現状〉、〈台湾語の声調〉、〈福建語の教会

ローマ字について〉……等多篇學術論文。請參考王育德原著，呂美親編譯，《漂泊的民族 王育

德選集》（書末〈王育德生平及著作年表〉）（台南：台南市文化局，2017.4）。關於王育德的台語研

究與台灣文學重建的關係，亦請參考著論，〈破除「語言」的詛咒：論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建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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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來完整地研究台灣話、試圖建設「台灣話文學」，從這個歷史的發展光譜來看，

郭明昆對「福佬話」的研究與其所提出的理論、建議，以及其寫作實踐，於台灣

語文改革運動史上所佔的位置，應該要更大。 

  

                                                        
史觀〉，《台灣學誌》第 17 期（台北：師大台文系，2018.4），頁 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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